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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ud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Zhou Dynasty，the archaeological data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A lo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ols of the Zhou Dynasty are excavated. These tools not only re-
flect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reflect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ancient
capital city sites of Zhou dynasty not only embody the concept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but also reflect
the change of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chaeo-
logical findings about burial atmosphere of the Zhou Dynasty，from which we conclude the prevalence of the
burial must be impact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not only compensate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Zhou Dynasty literature，but also make us more objective and intuitive to understand the ec-
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Zhou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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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周代农业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及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而周代的古都城址不仅体现了当时的环境观，还能看到城市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改

变，周代的厚葬风气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很多，使我们看到当时厚葬之风的盛行及其与生态环境的

关系。考古发现不仅弥补了周代文献资料缺乏的不足，还能使我们更加客观和直观地认识周代的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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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近些年兴起的一个新研究领域，作

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展期，周代的生态环境对于

周代社会文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两周之际
的生态环境变化显著，考察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原

因，对于我们了解周代的社会状况以及指导我们

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环境
史的研究既涉及人类社会又涉及生态环境，因

此，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史开始受到学界
广泛关注以来，与环境史研究相关的诸多学科便

纷纷介入，如哲学、生态学、历史学、考古学、
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气候学，等
等。而在周代生态环境的考察中，考古发现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证据，不仅佐证了文献

记载，还能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能使我们更加

直观和有说服力地去探讨周代的生态环境。
一、考古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众多学科的参与导致学术界对于环境史的学

科归属产生分歧，尽管目前很多学者将其归入历

史学科，但毫无疑问，仅靠历史学本身很难完成

环境史的研究。历史学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必须实
现跨学科合作。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早在 1911
年就指出: “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
……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都取决于历史是
否能够克制它自己，不要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

科。”［1］“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
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

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

有价值的成果。”［2］

鲁滨孙所说的同盟军里毫无疑问就包括与历

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考古学，考古学对历史学研

究的重要作用，正如钱益汇所说: “20 世纪初近
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它就以独特的学科特点在历

史研究中担当着 ‘重建古史’和 ‘证经补史’
的重任，引发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扩大了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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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考古
学自身的发展，它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

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畴，

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3］在近
代考古学传进中国之前，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长

期以文献研究为主，并且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重大

成就，所以直到现在这种研究方法仍为很多历史

学者所采用。
但是对于环境史的研究，单靠文献研究显然

是不够的，一方面是环境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人文

学科，还涉及自然学科; 另一方面则是文献自身

所存在的问题，钞晓鸿说: “中国文献典籍非常
丰富，展现了我国环境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广阔

前景……其中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
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

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
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

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

是否加以利用。”［4］可见，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和倾向性，尤其是某些文献还存在年代问

题，给文献的使用带来了一定麻烦。而考古资料
就不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存在是客观的，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使用起来更为可靠，而

且还能佐证文献的记载，因此，在环境史的研究

中，考古学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推动环

境史的研究。
二、生产工具所反映的周代农业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中国古代农业不仅起源久远，同时还是世界

农业的重要发源地，“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
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5］。农业生产与自然
环境息息相关，它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

的影响，黄其煦说: “农业的产生，就是人不再
单纯地依仗环境，利用环境。而是第一次转而破
坏旧有的生态平衡，开发环境，把人的因素带到

整个自然界的平衡中去。”［6］朱士光也认为农业
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 “在人
类历史时期多种多样的人类活动中，与生态环境

变化关系密切，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范围广、程
度深，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大的，主要有下

列几端: 农业垦殖与农业技术发展。”［7］

按照文献记载，我国在遥远的神农、黄帝时
期便产生了农业: 《易·系辞下》曰: “神农氏
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淮南子·修务训》云: “神农乃始教民播
种五谷，相土地宜。” 《白虎通·号篇》亦云:
“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
作。”《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 “播百谷草
木，淳化鸟兽虫蛾”。这些说法显然不足为信，
但是考古发现却证实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已

经开始进行农业生产。考古工作者在半坡和河姆
渡等遗址均挖掘出了大量石锄、石铲、木耒、石
耜、骨耜、石刀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粟、稻谷
等遗物。据此可以断定，农业在我国确实起源悠
久。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决定着农业生

产水平的高低。西周的生产工具以石器和木器为
主，兼用骨器和蚌器。木器易腐烂难保存，因此
考古发现数量较少，而石铲、石斧、石刀等在西
周遗址出土较多，学者认为: “西周时期的农业
工具严格地讲与新石器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仍

以石器为主。”［8］杨宽不但证实西周依然使用木
制农具，而且还指出以耒和耜为主［9］。尽管考
古出土了西周青铜农具，如鎛、锛、锸、镰等，
但因其数量少，故在农业生产中不占主导地位。
张光直说: “在整个的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
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 这时代的生产工

具仍旧是由石、木、角、骨等原料制造。”［10］杨
宽则说: “青铜比较贵重，当然不可能像冶铁技
术发展后铁农具那样普遍。”［11］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落后和简陋，

农业生产水平较为低下，所以也不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的影响和破坏。
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开始广泛使用，文献对

此记载颇多。《孟子·滕文公上》曰: “许子以
釜甑爨，以铁耕乎?”说的是许行使用铁制农具
耕田之情况，而《管子·海王》篇则云: “今铁
官之数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记
载了当时不仅使用铁农具，还有“铁官”专门负
责铁农具的生产与分配，《管子·轻重乙》篇有
相同的文字。虽然这些记载说明铁制农具在当时
得到使用，但我们无法直观铁农具的使用情况，

也无法判断铁农具的使用范围。
考古发掘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还弥补了上

述不足。河北省兴隆县大副将沟燕国冶铁遗址出
土的铁制铸范，共 42 副 87 件，包括锄范、钁
范、镰范、斧范，等等［12］; 辽宁省抚顺莲花堡、
鞍山羊草庄等战国遗址均有锄、铲、刀等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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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莲花堡遗址出土的 80 多件铁器多数是农
具［13］;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也出土大量铁制

农具［14］; 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赵国遗址也发现

铁器［15］。这些铁器中，以农业工具居多，充分
说明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在战国
七雄的全部地区，都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农
具或铁器，出土地点有辽宁、河北、山东、山
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等 8 个省的 20 处
以上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到战国中期以
后，铁制生产工具在生产上已占主导地位，铁农

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16］。
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导致战国时期生态环境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恩格斯说: “铁使更大面积
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

能。”［17］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大大提
高了开垦荒地的能力。为了发展农业，各国都大
肆伐木垦荒，不仅导致林木被砍伐殆尽，而且逼

得原本栖息在森林里的各种野生动物流离失所。
《战国策·魏三》记载: 魏国 “林木伐，麋鹿
尽”。《吕氏春秋·贵当》记载: “齐人有好猎
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打猎时居然空手而
归，足见生态资源之匮乏。
三、周代都城遗址所体现的环境观
人类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环境，因此人

类在选择生产生活的场所时，必然会考虑到环境

因素，往往要选择条件优越、适宜生产和生活的
自然环境，从而形成相应的环境观念。对此，我
国古代文献有丰富的记载， 《淮南子·修务训》
说神农氏 “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
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说明我
国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起源久远。 《周礼·大司
徒》记载大司徒之职: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
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

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即以土质来确
定住宅，使人民安定生活，使鸟兽繁殖草木兴

旺。 《逸周书·程典解》说文王居丰时，命司
徒: “慎地必为之图，以举其物，物其善恶。度
其高下，利其陂沟，爱其农时，修其等列，务其

土实。”即认真勘察地形，绘制成图，详列其高
度、等级及沟渎等。《礼记·王制》则曰: “凡
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
居，必参相得也。”
重视自然环境观念最典型的体现之一就是国

都的选址与营建。国都对于古代国家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因此古人在营建国都时要充分考虑自然

环境。如《管子·乘马》篇道: “凡立国都，非
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

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同书 《度地》篇也
说: “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
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

冩，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
养其人以育六畜。”说的都是在建立国都时要选
择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理论上如此，事实更是
这样，《左传》成公六年记载了晋国选择新都地
址的一段争论，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
‘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
可失也’韩献子曰: ‘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
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

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
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
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悦，从之”。晋
国打算迁都，大家都建议把新都迁至郇瑕氏之

地，韩献子指出郇瑕氏土薄水浅，自然环境较

差，建议把新都定在土厚水深、山林湖泊众多的
新田，最终晋国将国都迁到了自然环境优越的新

田。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 《国语·郑语》，郑桓公

姬友眼看西周的统治即将崩溃，决定迁国以保存

自己的封国，于是向周太史伯请教建国的地址。
史伯建议他将郑迁到 “济、洛、河、颍之间乎
……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
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18］。之所以如
此，就是因为这里自然环境优越，对于国家的稳

定、巩固和发展非常有利。郑桓公听后十分赞
赏，“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
献十邑，竟国之”［19］。两年后，郑桓公死于犬戎
之乱，但是郑国却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迅速发展

起来，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古代文献里还有很多，使

我们对周人在营建都城时的环境观确信无疑。而
考古发掘的周代诸多都城遗址，不仅进一步确证

了文献记载，还使我们非常直观地看到了周代诸

国在都城的选址及设计方面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比如陕西西安西南 12 公里长安县沣河两岸的西
周初都丰镐遗址，地处沣河两岸的平原地带，交

通便利，水源充足，自然环境优越，非常适宜居

住和生产［20］。西周营建都城的选址范式，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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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影响很大，东周诸国的都城，大多傍水而建，

或建在两河交会的三角地区。如东周的都城洛
阳，就位于今洛阳洛河与涧河交汇处，而且还发

现有城市排水系统［21］。齐国的都城临淄，则位
于山东临淄淄河与系水之间，也有排水系统［22］。
秦的都城雍城，也是傍依雍水而建［23］。前引文
献提及的郑韩故城则座落在河南新郑市双洎河与

黄水河之间的三角地带［24］。其他各国故都，大
抵如此。这些故都遗址的发掘，令人信服地反映
了周人对于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充分认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周代各国在营建都城时

选择生态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之同时，也会改变

甚至破坏原本良好的生态环境。史念海说: “一
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固然要注意到利用

自然，就是都城奠定以后，也还要进一步谋求改

造自然。”［25］都城人口众多，日常生产生活等对
于自然界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一现象在当时已经

较为明显，孟子曾经以齐国都城郊外的牛山为例

指出当时国都附近生态环境的破坏: “牛山之木
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

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
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26］具备这种观念
的不止孟子一人，正是因为有所认识，所以当时

的很多思想家才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
四、墓葬及陪葬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周代上层贵族盛行木椁墓室，出现很多数层

棺木外套木椁的大型棺椁，俗称 “黄肠题凑”，
这样的墓室需要大量且材质很好的木材。在陕西
风翔三畤原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即为典型的黄

肠题凑椁室，共使用上千根截面为 21 × 21 厘米
的枋木垒砌而成，如此多的木材，势必要砍伐大

量的林木［27］。诸如此类的木椁墓室考古发现很
多，使我们切实看到统治者对生态资源的严重浪

费。
相比木椁墓室的巨大浪费，周代普遍存在的

厚葬风气对生态资源造成的浪费更是严重。尤其
是社会上层的国君、贵族，他们生前过着奢侈糜
烂的生活仍不满足，还幻想着死后仍能享受荣华

富贵，于是大量的珍奇玩好和生活资料等被放入

他们的墓室。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八月，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碳，益车马，始用殉，

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这是关于春秋
时期上层社会厚葬较早的记录。而今天大量的考

古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河南淅川下寺

楚墓群最大的一座墓葬中，殉葬品多达 5000 件
以上［28］。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贵族七鼎墓中的
随葬品 3134 件，车马坑发现殉马 44 匹［29］，山
东临淄齐国故城 5 号墓的车马坑已经发现殉马
228 匹，估算全部殉马可达 600 匹以上［30］。前引
陕西风翔三畤原的秦公一号大墓，出土随葬品

3000 余件［31］。
目前考古发掘的周代墓葬达数千座，大都有

很多陪葬品，足以说明当时厚葬成风，厚葬对生

态资源的浪费较之宫室营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

此当时的思想家开始极力批判这种现象， 《墨
子·节葬下》曰: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
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

陇必巨; 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 乎诸侯

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

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
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 《吕氏春秋·
节丧篇》道: “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
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

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
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
由于整个社会盛行厚葬，大肆挥霍生态资

源，导致资源匮乏，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政治

家、思想家的重视。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记载: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
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 ‘布帛尽则无以
为币，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不休，禁

之奈何?’……于是乃下令曰: ‘棺椁过度者戮
其尸，罪夫当丧者。’”反映在齐国由于盛行棺
椁厚葬，消耗大量的树木布匹，导致齐国林木资

源枯竭，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制定严厉措施，限制

使用棺椁，以保护林木资源。无独有偶，这样的
记载在《管子·立政》篇里也有记载: “度爵而
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
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
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
衾、圹垄之度。”即制定制度，限制饮食、衣
服、宫室、田宅、棺椁等等，以保护有限的生态
资源。如果没有出现生态资源紧张的状况，是没
有必要加以限制的。因此，从这些文献记载，结
合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直观地看到当
时生态环境的状况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总之，由于周代文献资料相对有限，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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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环境史的过程中，考古发现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本文只是从周代的农业及生产工具、城市
营建、墓葬等考古发现探讨了相关的生态环境问
题，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如金文、天
文历法等资料可资鉴用。因此，在周代环境史的
研究中，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利用考古材料，收集

更多确凿可靠的证据，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可
信地了解、研究周代的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为
环境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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